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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益众筹是公益慈善事业透过互联网产生的新型公众募捐模式。用户的持续捐赠对于公益慈善行业的规

模与发展至关重要。本研究旨在公益众筹背景下，利用详尽可能性模型去构建一研究模型去探究用户持

续捐赠意愿的主要因素。采用问卷研究方法收集共257份有效样本并使用偏最小二乘回归进行数据分析。

研究发现核心路径中的上流互惠跟下流互惠及边缘路径中的社会影响跟公益组织声誉皆可建立用户的信

任，从而激发其持续捐赠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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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onation-based crowdfunding is a new type of fund-raising mode produced by charitable causes 
through the Internet. The continuous donations of users are cruci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a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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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le causes. Based on the elaboration-likelihood model, this study develops a research model in 
exploring and investigating factors affecting users’ continuous donations. This study collects 257 
valid samples via the survey method and analyzes the samples using partial least squares.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upstream reciprocity and downstream reciprocity in the central routes, as 
well as the social influence and organization reputation in the peripheral routes, facilitate to es-
tablish users’ trust, thereby stimulating their continuous do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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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在今天互联网与信息技术深度渗透人们生活生产的大背景下，公益慈善领域也在积极地拥抱技术革

新，发展出相比传统筹款更加便捷更有效率的公益众筹(Donation-Based Crowdfunding, DCF)的筹款模式

[1]。公益众筹的概念是基于众筹的概念而产生的。Belleflamme 等学者定义众筹为通过互联网进行的一种

以捐赠或物质或非物质的交易的形式，来获取财政资源，从而支持某种特别的目的的公开呼吁的行为[2]。
而公益众筹就是指资助者仅为了支持受益人的事业，而不期望获得物质或非物质的回报的一种众筹模式

[3]。作为一种公益慈善的创新，公益众筹被越来越多的公益组织或非营利组织所采用。在中国，水滴筹、

轻松筹、腾讯公益、阿里公益等众多公益众筹平台应运而生，很多拥有互联网公开募捐资格的基金会与

社会组织在官网建立了自己的公益众筹渠道，这些平台和窗口极大地重塑了公益慈善事业的筹款流程以

及行业从业人员的知识技能[4]。同时，也吸引到了越来越多的捐赠者[5]。实际上，公益慈善组织维持一

名持续捐赠的捐赠人成本要远远低于发展一个新的捐赠人，而且持续捐赠的捐赠人捐赠数额也相对较多，

也更容易理解支持组织的使命与愿景。所以，研究公益众筹中用户持续捐赠的行为之于实践之于理论都

非常的重要[6]。 
然而，尽管公益众筹被行业广泛地采用，但是由于监管以及行业规范的问题，一些乱象与负面效果

也存在其中[7]。2020 年 1 月，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的自主项目 9958 儿童紧急救助中心和浙江

省慈善联合总会通过公益众筹的形式为患者吴华燕筹款 148 万余元，然而直到吴花燕去世，两家慈善机

构拨付、转账用于吴花燕的医疗康复费用仅 2 万元[8]。类似的案件引发了公众极大的讨论，并对公益慈

善行业制造了相当大的压力，致使那些处于舆论焦点的慈善组织损失了大量的潜在捐赠，其中相当一部

分是持续捐赠人出于不信任而停止了捐赠。在信息不透明、监管失灵的情况下，潜在的社会福利的损失

大大阻碍了信任关系的建立，以及参与公益众筹的意愿[9]。虽然发生了这些事情，但由于公益众筹可以

帮助公益慈善组织扩展筹款渠道与建立公众影响力，公益慈善事业依然无法放弃公益筹款，而是需要探

寻到如何解决该问题的方法并且加深对持续捐赠意愿理解。因此，如何建立起用户对公益众筹项目的信

任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研究领域。然而，现有的信任建立机制的研究往往聚焦于传统的捐赠行为，而基于

公益众筹的信任建立机制有更多的不确定性情况也更加复杂[10]。由于互联网带来的规模效应，新公益模

式下的监管不到位、行业规范的不完善以及从业人员专业素养和法律素养的缺失，公益众筹下的信任建

立机制与传统捐赠的信任建立机制是很不相同的。因此，对公益众筹进行更有针对性的解释和研究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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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的。 
另外，虽然目前有一些有关于公益众筹信任的研究，但是其研究内容都是用户对公益众筹平台的信

任。然而，在中国，公益众筹平台仅有民政部遴选指定的 20 家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拥有进

行互联网公开募捐，也就是公益众筹的资格[11]。因此，在政府的强有力的管控下，公益众筹平台的社会

公信力是很好的，并且大部分的公益众筹项目都会同时在多个公益众筹平台上进行众筹，捐赠人往往会

在确定了捐赠一项之后根据支付习惯选择自己偏好的公益众筹平台或默认在当前的平台进行操作。所以，

在中国的语境下，公益众筹的研究更应该去聚焦用户对于公益众筹项目及其执行机构的信任上。捐赠行

为是以理解捐赠人行为以及制定更便捷有效的劝募战略为目的的研究领域[12]。现有的少量的公益众筹文

献大多都在研究用户的捐赠意愿，而不是持续捐赠意愿[6]。但实际上，对于公益组织而言，发展一个新

的捐赠人的成本要远远高于对从以往的捐赠人获得捐赠[13]。所以，研究持续捐赠意愿和行为至关重要。 
详尽可能性模型(Elaboration-Likelihood Model, ELM)起源于社会心理学，是研究用户信息处理的重要

理论框架[14]。在 ELM 的解释中，个体的态度变化是由两条影响的路径引起的：核心路径和边缘路径。

这两条路径的区别在于用户所处理信息的数量与深度不同[15]。核心路径要求用户主动仔细考量信息，有

逻辑地对信息进行评价以形成态度和行为。相反，边缘路径不需要过高的动机和认知能力，个体主要依

赖于周边线索来对信息进行判断[16]。以往的研究主要是利用 ELM 对消费者行为和人机交互领域的个体

行为进行了探索[17]，如广告对消费者的影响，个体对信息的接受以及用户对信息系统的采纳等[18]。在

公益众筹中，众筹发起人也就是公益组织，需要向访问者披露一些关键且必要的信息，如项目的执行机

构、执行计划、预算规划等，并且通过一些宣传包装手段，如形象代言人、利益相关方的评论等，以便

其了解公益众筹项目。这些信息可以告诉潜在的捐赠人，该项目除了资金外已经具备了一切执行项目所

必备的条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公益众筹的相关页面以及上面的介绍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广告，其最终

目标是发展更多的捐赠人并获得更多的资金。其中，如果用户捐赠的动机和对公益慈善行业的认知水平

较高，也就是进行核心路径时，更有可能去关注项目提供的具体的执行计划、预算规划、项目进度等。

而如果用户捐赠的动机和对公益慈善行业的认知水平不高，也就是进行边缘路径时，更有可能去关注公

益慈善组织的声誉、周边人的看法等。因此，公益众筹项目网页上的信息可以被视为说服信息。从这个

意义上说，用户建立对公益项目的信任与捐赠决策过程符合 ELM 的应用范围。 
为了填补上述的研究空白，本文采用详尽可能性模型，以信任构建机制作为基础，探究不同因素对

于在公益众筹中用户持续捐赠意愿的综合影响。并提出下述的研究问题： 
在公益众筹的背景下，什么是影响用户对公益项目持续捐赠的因素？ 
本文接下来的行文结构如下：首先阐述本文的研究模型和假设依据；其次解释了本文基于问卷的研

究方法以及利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模型分析的过程；然后进行统计结果的描述与分析；最后讨论了研究

成果的意义、局限性与未来展望。 

2. 研究模型与假设 

基于 ELM，因为众筹行为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投资和购买行为[32]，所以我们将上流互惠、下流互惠

以及信息质量确定为核心路径，这些因素需要公益众筹用户的较大的认知投入和仔细的信息分析。当用

户感知到上流互惠、下流互惠以及信息质量的高度时，他们可能会有积极的态度变化。我们认为公益慈

善组织声誉以及社会影响是重要的外围路径，用户在建立对平台的信任时，会更多地依赖这些外部评估

和认可。我们的研究模型如图 1 所示。下面将讨论每个假设的理论逻辑。 

2.1. 信任与持续捐赠意愿 

信任和持续意向之间的关系在现有文献中得到了广泛的研究[19]。信任对于人们在互动中的优质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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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重要[20]，并且信任是行为意图的显著前导因素[21]。在电子商务环境下，用户对商家的信任有利于

减少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风险，从而促进在线市场的交易行为[35]，对持续购买意愿有直接影响[22]。同

样，信任对公益众筹持续捐赠意愿也有积极影响。在公益众筹的背景下，捐赠总是存在一些发生不良事

件的风险[23] [24]。如果客户认为公益众筹是不能增加社会福利的，并且可能会发生资源侵占等负面后果，

他们将停止持续捐赠。相反，如果用户认为公益众筹项目可以以极大的竞争力、专业性和诚信实现他们

的使命与目标，他们对公众筹捐赠的持续意向就会得到加强。 
 

 
Figure 1. Research model 
图 1. 研究模型 

 

因此，我们提出假设： 
H1. 信任正向影响持续捐赠意愿 

2.2. 上流互惠与下流互惠 

互惠对于社会合作中的相互支持至关重要，它是指人们之所以可以从别人那里获得，是因为曾经或

未来会向别人付出[25]。因此，互惠被认为是捐赠行为的主要组成部分[26]。互惠有两个方向：上流互惠

和下流互惠[27]。在慈善捐赠中，上流互惠关系到捐赠行为对受益人的积极影响，而下流互惠关系到捐赠

人因为本次捐赠而产生的对未来获得善意回馈的预期[28]。他们都需要捐赠人在仔细审视公益众筹信息之

后才能得到自我的结论，属于核心路径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互惠某种层面上就是捐赠人对捐赠后的效益

的预期，互惠越强就意味用户认为该公益慈善组织执行的项目能达到其目标的想法越强烈，即用户会更

觉得公益慈善组织的执行效率、管理能力、专业素养等是值得托付以达成预期的效益的。那么，我们认

为互惠越强就代表着用户越认可公益慈善组织的实力，就会致使用户对公益慈善组织的信任的增强。 
因此，我们提出假设： 
H2. 上流互惠正向影响用户对公益慈善组织的信任 
H3. 下流互惠正向影响用户对公益慈善组织的信任 

2.3. 信息质量 

信息质量是指公益众筹对外披露的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有效性等。在用户接触到某一公益众筹

项目时，需要带有较强的动机和认知水平，才能对其信息质量产生判断，并且以该判断作为行为决策的

依据。就像电子商务卖家需要提供关于产品与服务的准确信息一样，公益众筹必须提供充分多的关于公

益项目的可靠的信息，才能够使用户做出明智的决定[29]。优质的公益众筹信息可以向用户展现该项目的

合法性、可行性以及必要性，并且降低用户因为信息不对称而抱有的防卫心理[30]。当用户看到公益众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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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时常维护其信息，使其保证时效性、真实性、完整性时，他们对负责该公益众筹项目的公益慈善组

织的信任可能会增加[31]。 
因此，我们提出假设： 
H4. 信息质量正向影响用户对公益慈善组织的信任 

2.4. 社会影响 

社会影响是指个人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同龄人某些行为、言论等的影响[32]。社会影响被认为是信息系

统采用理论的基础，例如 UTAUT [33]。社会影响是使用各种信息系统的意愿的前导因素[34]，而公益众

筹也是一个信息系统，所以社会影响应该也是公益众筹的前导因素。我们认为社会影响与公益众筹信任

高度相关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通过公益众筹的捐赠行为大多是在社会环境中进行的。也就是说，捐

赠人在他们的家人、朋友、同事在场的情况下产生体验。第二，公益众筹的筹款模式使捐赠人能够根据

各种评级对公益众筹项目进行比较，可以根据对其他捐赠人的评价作出最初的选择。当捐赠不具备较强

的动机和认知水平时，往往会因为社会影响而做出选择。 
因此，我们提出假设： 
H5. 社会影响正向影响用户对公益慈善组织的信任 

2.5. 公益组织声誉 

过往的研究表明，一个组织的信誉是否良好会改变用户的信任。[35]因此，组织的品牌声誉涉及用户

对一家在互联网存在的组织的印象。声誉是一种组织资产，是组织通过不断建立积极的形象和维护良好

的客户关系而实现的[36]。在传统的募捐研究中，学者利用募捐者的声誉来预测传统的捐赠行为[37]。由

于在线捐赠的信息不对称，捐赠人往往对公益众筹项目缺乏足够的信息。这使捐赠人处于脆弱的地位，

面临服务差的风险。这种信息不对称问题造成的低效可以通过声誉来缓解[38]。Gunasekaran 认为声誉被

认为是影响用户对在线交易信任的最重要因素之一[39]，特别是当消费者对服务提供商没有太多的个人经

验时，那么在相似度极高的公益慈善行业中也是如此。积极的口碑可以帮助缓解用户在与不熟悉的公益

慈善组织互动时所感知的风险和不安全感，并提高客户依赖公益众筹项目的意愿。实证研究结果还表明，

声誉与信任呈正相关[40]。如果一个公益组织从以前的公益众筹中积累了积极的口碑，用户更有可能相信

该组织是诚实的，关心社会的，从而能够为他们实现创造社会福利的愿望[41]。 
因此，我们提出假设： 
H6. 公益组织声誉正向影响用户对公益慈善组织的信任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设计 

本研究以网络调查问卷的方法来验证模型与假设。在问卷中，构面所对应的问项都是根据过往文献

的量表所设计的，并且都采用 Likert 七级量表进行测量，从 1 = “极反对”到 7 = “极同意”。我们邀请

了两位专家对问卷初稿进行评定，并针对性地对问项做了一些调整以更好地适应中国互联网公益众筹的

研究背景。同时，还访问了 10 位拥有资深互联网公益众筹捐赠经验的用户对问卷的建议，从而结合中国

人的语言习惯进行了一些措辞上的修正，并且删除了一些模糊的难以理解的问项。每个构面和相应问项

的具体内容请见附录。 

3.2. 数据收集 

问卷最终以在线问卷调查网站“问卷星”的在线问卷形式呈现，本研究通过各类互联网社交媒体平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1.104114


张恒瑞，李荣杰 

 

 

DOI: 10.12677/ass.2021.104114 838 社会科学前沿 
 

台发放问卷。因为参与公益众筹的用户必定使用互联网，所以采用互联网渠道收发问卷是可行的。为了

保证样本代表了公益众筹的实际受众，我们向中国超过 20 个城市的用户发放了问卷。除此之外，问卷专

门设置了一个筛选问题，以区分有互联网捐赠经历的用户和没有互联网捐赠经历的用户，并令没有互联

网捐赠经历的用户直接退出问卷。最终，共收集问卷 400 份，有互联网捐赠经历的用户问卷 280 份，在

过滤掉不合理问卷后，最终得到了有效问卷 257 份。本问卷数据的人口学特征如表 1 所示。其中，受访

者年龄集中在 21 周岁至 40 周岁，大多数拥有学士或以上学位，样本主要覆盖人群正符合参与互联网公

益众筹捐赠的主要人群的人口学特征。 
 

Table 1. Sample characteristics 
表 1. 样本特征值 

特征 组别 频率 占比 

性别 
男 78 30.35% 

女 179 69.65% 

年龄 

20 以下 59 22.96% 

21~30 132 51.36% 

31~40 44 17.12% 

41~50 19 7.39% 

51~60 2 0.78% 

60 以上 1 0.39% 

地域 
城镇 213 82.88% 

农村 44 17.12% 

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1 0.39% 

高中及中专 15 5.84% 

大专 29 11.28% 

本科 200 77.82% 

硕士 9 3.50% 

博士 3 1.17% 

每月净收入(生活费) 

<1000 66 25.68% 

1000~1999 53 20.62% 

2000~2999 48 18.68% 

3000~3999 38 14.79% 

4000~4999 21 8.17% 

5000~5999 19 7.39% 

6000~9999 8 3.11% 

>9999 4 1.56% 

4. 数据分析 

本文利用结构方程模型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来检验我们的研究模型，并

且选用偏最小二乘回归 (Partial Least-Squares Regression, PLS)作为数据分析的统计方法，采用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1.104114


张恒瑞，李荣杰 
 

 

DOI: 10.12677/ass.2021.104114 839 社会科学前沿 
 

smartPLS3.3.3 为统计软件进行运算。PLS 是一种在多元统计分析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回归方法。与其他的

回归方法比较，PLS 更适合在小样本情况下进行理论探索和预测。在具体的分析过程中，我们首先进行

了衡量模式分析，然后进行了结构模式分析[42]。 

4.1. 衡量模式分析 

对测量模型进行了检验，分析了模型的信度、收敛效度与区别效度。具体数据见表 2。在最大迭代

次数为 5000 次[43]的情况下进行运算之后，我们发现模型的外部模型荷载(Loading)皆大于 0.7，并且各个

构面的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都大于 0.7，这表明问卷中的各个问项可以有效测量出对应构面

[44]。同时，克朗巴哈系数(Cronbach’s Alpha, CA)大于 0.7，表明各个构面都保证了其内部的一致性[45]。
另外，平均萃取变异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皆大于 0.5，故模型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45]。在

区别效度方面，本研究采用异质-单质比率(Heterotrait-Monotrait Ratio, HTMT)来衡量构面区别于其它构面

的程度。如表 3 所示，每一个构面之间的 HTMT 都小于 0.9，故区分效度成立[46]。 
 

Table 2. Construct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nalysis 
表 2. 信效度分析 

构面 问项 Loading CA CR AVE 

上流互惠(UR) 

UR1 0.851 0.841 0.905 0.760 

UR2 0.919    

UR3 0.842    

下流互惠(DR) 
DR1 0.955 0.893 0.949 0.904 

DR2 0.946    

信息质量(IQ) 
IQ1 0.960 0.895 0.950 0.905 

IQ2 0.949    

社会影响(SI) 

SI1 0.936 0.903 0.954 0.911 

SI2 0.963    

SI3 0.881    

公益组织声誉(OR) 
OR1 0.939 0.849 0.930 0.869 

OR2 0.936    

信任(T) 
T1 0.951 0.919 0.948 0.860 

T2 0.952    

持续捐赠意愿(CI) 
CI1 0.938 0.863 0.936 0.879 

CI2 0.926    

 
Table 3. Heterotrait-Monotrait ratio 
表 3. 异质–单质比率 

 UR DR IQ SI OR T CI 

UR        

DR 0.526       

IQ 0.588 0.571      

SI 0.541 0.380 0.504     

OR 0.596 0.579 0.602 0.610    

T 0.624 0.563 0.557 0.560 0.699   

CI 0.685 0.540 0.641 0.603 0.689 0.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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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结构模式分析 

本研究采用标准化路径系数与 R2 来衡量研究模型的适配性。由于样本数量较少，故以 5000 次重复

抽样的拔靴法(Bootstrapping)从有限样本中抽取出可以代表总体的样本量以进行运算，从而得出稳定的路

径系数 β值和检验值 t 值[44]。具体结果如表 4 与图 2 所示。 
 

Table 4. Bootstrapping 
表 4. 拔靴法检验 

 路径系数(β值) 标准差 t 统计量 p 值 

UR -> T 0.194 0.066 2.953 0.003 

DR -> T 0.165 0.071 2.316 0.021 

IQ -> T 0.085 0.074 1.142 0.253 

SI -> T 0.165 0.070 2.340 0.019 

OR -> T 0.296 0.084 3.545 0.000 

T -> CI 0.742 0.044 16.937 0.000 

 

 
注：***代表 p < 0.001；**代表 p < 0.01；*代表 p < 0.05；虚线代表不显著。 

Figure 2. Structural model analysis 
图 2. 结构模型分析 

 
图 2 表明，公益组织声誉是建立用户与公益众筹项目之间信任的最有力的先行因素(β = 0.296, p < 

0.001)，从而支持假设 H6。这说明公益组织在民间积累的声誉可以促使捐赠者在不需要特别关注信息的

情况下就建立起对其发起的公益众筹项目的信任。同时假设 H2 也较为显著，上流互惠与用户对公益众

筹项目的信任是正相关的(β = 0.194, p < 0.01)。这意味着用户越认为捐赠行为对受益人能起到积极影响，

越容易信任该公益众筹项目。下流互惠和社会影响同样也是显著的(β = 0.165, p < 0.05)，可知用户因为本

次捐赠而产生的对未来获得善意回馈的预期以及周围人对用户的影响都可以作用于信任的建立上。而信

息质量的结果并不显著(β = 0.085, p > 0.05)，即公益众筹项目的网页界面对用户建立对其的信任并没有明

显的相关性。而信任对持续捐赠意愿的正相关影响是十分显著的(β = 0.742, p < 0.001)，用户的信任有利

于持续捐赠意愿的产生，假设 H1 成立。 

5. 讨论与启示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要解决的研究问题是探究出在公益众筹的背景下，影响用户对公益项目持续捐赠的因素有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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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我们透过 ELM，建立了一个以信任构建机制作为基础，三个有关中心路径因素，两个有关边缘路径

因素的理论模型。通过实证研究，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除了信息质量和信任的关系不显著外，其他的假设都是成立的。这说明，采用 ELM 解构公益

众筹背景下用户处理信息的行为是可行的。总的来说，当前实证研究的结果可以解答本研究的研究问题，

即在公益众筹中，在核心路径中的上流互惠和下流互惠以及边缘路径中的社会影响和公益组织声誉的影

响下，可以建立用户对公益众筹项目的信任，随之信任将有效转化为其持续捐赠意愿。 
其次，两个有关边缘路径的因素都对信任有显著的正相关影响，尤其是公益组织声誉。这说明用户

在接触公益众筹项目时往往会将该项目的执行机构作为信任与否捐赠与否的重要条件，与以往的文献认

为个人的捐赠行为会收到公益慈善组织声誉的强烈影响所叙相符[47]。同时其决策也会被周边人影响。即，

当用户采取边缘路径的信息处理方式时，良好的公益组织声誉和周围人积极的捐赠行为和态度会显著地

影响用户信任该公益共筹项目并持续捐赠。 
最后，所有假设中只有信息质量与信任的正相关关系不显著，这说明用户在做决策时可能并不基于

页面所展示的具体信息来判别该项目是否值得信赖。而我们最初认为，信息质量的提高会带来信息不对

称的降低并向用户展示出公益众筹项目的专业性，而促使用户信任公益众筹项目。可能是由于公益慈善

行业整体公信力的缺失[48]，导致用户在浏览公益众筹界面时会天然带有一定的批判性眼光或是抱有怀疑

的态度，来审视公益众筹项目所提供的信息。而在过往的文献中，比如个人大病求助类网站上，信息质

量之所以对信任的构建的关系十分显著，是因为其信息发布的主体是更不被大家所戒备的个人。因此，

在公益众筹的背景下，信息质量并不是构建信任关系促成持续捐赠意愿的主要因素。 

5.2. 理论意义 

在理论领域本研究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贡献。首先，本文采用 ELM 模型的研究方法给众筹领域，

尤其是公益众筹领域引进了新的理论模型的应用，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过往的文献虽然也从各种

理论出发来探究捐赠人的捐赠意愿，如公平理论[49]、元认知推断理论[50]等，但是没有人从 ELM 的视

角将用户的心路历程划分为核心路径与边缘路径来分析用户的信息处理与捐赠意愿的关系。其次，本研

究填补了公益众筹领域信任建立机制的空缺。以往的文献的研究对象往往是以用户为中心的，如自我表

达需要[51]、支付痛苦[52]、移情[53]等。但是鲜有对用户对公益众筹项目的信任作分析的研究，即尝试

从公益慈善组织的视角去解析用户行为。另外，本研究填补了持续捐赠意愿的空白，探究了对于所有公

益众筹项目具有普适意义的用户持续捐赠的因素与信息处理过程。 

5.3. 实践意义 

本研究对于公益慈善组织、公益众筹平台也有一定的实践意义。首先，对于公益慈善组织而言，其

声誉是相当重要的，所以应当积极做好品牌宣传工作，打造自身良好的声誉，从而赢得用户对自身项目

的信任。同时，在做品宣工作时，应当在广告、宣传片等媒介中着重向受众展示组织的各种项目的各项

工作可以如何帮助到受助者，并且适当添加一些具有社会号召力的意见领袖的元素在其中，以从上流互

惠和社会影响的角度对受众的核心路径和边缘路径都产生积极的影响。另外，公益众筹平台应当通过为

公益众筹项目的界面开发可以进行交流的评论区等手段，以促进平台社区的形成，从而通过社会影响的

作用构成良好的公益项目竞争环境，使优秀的公益众筹项目更易受到用户的信任而进行持续捐赠，并淘

汰平庸的项目，从而更好地创造社会福利[54]。 

6. 局限性及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有几处局限性，同时这也是未来研究可以拓展的方向。首先，本研究所采集的数据都是截面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1.104114


张恒瑞，李荣杰 

 

 

DOI: 10.12677/ass.2021.104114 842 社会科学前沿 
 

数据，只能反映各个因素之间静态的关系。未来可以尝试采用时序数据，进行纵向的研究，以揭示时间

对人们产生对公益众筹项目的信任以及持续捐赠意愿的影响。另外，本研究的研究背景与设计都是基于

中国的情景，所以本研究的结论的普适性并不能得到充足的保证。由于文化、政策、社会等方面的差异，

不同的国家地区可能会有不同的情况，这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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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构面及参考文献 问项内容 

上流互惠[55] 我的捐赠可以为受益人(方)提供帮助。 

 我的捐赠将改善公益项目的执行情况。 

 我的捐赠有助于公益项目实现其公益目标与使命。 

下流互惠[56] 我知道别人会帮助我，所以帮助别人是公平的。 

 在我捐赠时，我相信当我身处困境，别人会帮助我。 

信息质量[31] 我认为项目的页面提供了有用可靠的信息。 

 我对公益众筹项目提供的信息感到满意。 

社会影响[32] 对我有影响的人认为我应该为公益众筹项目捐款。 

 对我很重要的人认为我应该为公益众筹项目捐款。 

 我重视的人希望我为公益众筹项目捐款。 

公益组织声誉[40] 运作公益众筹项目的慈善组织是受到社会高度重视的。 

 运作公益众筹项目的慈善组织是成熟完善的。 

信任[40] 公益众筹项目是安全可靠的。 

 公益众筹项目是诚实真实的。 

持续捐赠意愿[22] 今后我会考虑继续捐赠我曾经捐赠过的项目。 

 当我想要捐赠时，我会先考虑我曾经捐赠过的公益众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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